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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部化政策是目前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和区域行为体解决

海上难民问题的主要策略, 其中以美国、 澳大利亚和欧盟最具代表性。 美国

的域外战略具有全球覆盖性; 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制度主要倾向于在境外周

边设置难民营; 欧盟的欧洲堡垒制度将欧洲地区视为一个整体, 制定统一的

难民政策处置难民。 三者的政策在实施范围、 实施方式和实施效果上都略有

不同。 这些政策实施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主权国家侧重

本国国家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使传统的外部化政策面临难民与难民目的国的

冲突以及全球化与国家边境矛盾的挑战, 其解决需要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

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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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 全球海上难民数量激增, 尽管欧盟

及有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 但收效甚微。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球大流行, 使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 是年 9 月 9 日, 位于爱琴海莱斯

博斯岛 (Lesbos) 的欧洲最大难民营地之一———希腊莫里亚 (Moria) 难民

营突发火灾, 数千难民四散而逃, 30 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失踪, 对希腊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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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治疫构成极大的隐患。① 境外难民营原本是许多难民目的国处理外部难

民的核心手段, 但突发的疫情使难民问题的治理面临更多的挑战。
本研究缘起于对当前海上难民问题所面临的全球治理困境的思考。 通过

对全球海上难民问题治理研究的梳理, 笔者发现, 世界大多数主权国传统上

倾向采用将海上难民排除在本国领土之外的治理策略, 即推行所谓的 “外部

化政策” (the externalization policy)。 对于不同主权国家、 区域组织所实施的

外部化政策的内容、 效果和差异, 学界尚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 因此,
笔者选取在应对海上难民问题的政策上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和区域组

织———美国、 澳大利亚和欧盟, 通过对其所实施的外部化政策的内容梳理和

比较,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当前西方主权国家及区域组织应对和处理海上难

民问题的主要举措有哪些, 效果如何? 这些举措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 导致

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全球海上难民问题当前还面临哪些新挑

战, 应该如何来应对?

一、 海上难民问题的外部化政策概述

关于 “难民” 的概念, 本文采用联合国难民署的广义定义, 即 “联合

国难民署关注对象”, 包括难民、 处境类似难民的人、 寻求庇护者、 国内流

离失所者、 返回的难民、 返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 无国籍人士、 归化难民、
安置的难民以及其他令人关注的群体或个人。② 海上难民作为难民中的一个

特定群体, 专指海上区域部分的难民群体: “海上难民从属于难民整体范畴,
在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上具有同一性, 只是具有船运的独特方式。”③ 由于

船运方式即时、 易得, 且大部分难民在出发前并未获得目的国对其难民地位

的承认,④ 所以海上难民通常不具有合法难民身份。 对于主权国家而言,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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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难民所带来的收益通常远小于所要付出的成本, 因此大多会采取各种手段

阻止非法难民的大规模入境。 对于海上难民这一 “非法” 群体, 各主权国

家基本采取将其拦截在本国领土之外的外部化政策。
海上难民问题的外部化政策, 是指在保证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前提下,

在难民目的国的领土和领海之外处理、 安置海上难民的政策。 本文所采用的

外部化政策概念, 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三种形态, 即海上拦截、 境外收容和与

难民过境国合作、 与难民来源国有条件的合作和全球人道主义援助。① 海上

拦截是外部化政策的基础, 即沿本国海上主权线, 通过各类边境保护机构

直接阻截可能到达本国的海上难民。 这一方式尽可能地规避了联合国难民

组织规定的人道主义义务, 同时减轻对本国社会、 经济发展和稳定可能带

来的负面冲击。 实施海上拦截行动的主要是国家边境保护机构, 如美国的

海岸警卫队、 澳大利亚的边境执法局、 欧盟的边境及海岸警卫队等。 境外

收容是外部化政策的核心, 部分国家为避免大规模的海上拦截可能造成的

海上难民生命危机, 通常会在实施拦截后, 于外国领土或本国拥有管辖地

位的离岸土地上对其进行拘留和处理。 建立难民集中收容中心和与难民过

境国合作是主要方式,② 两者本质都是将难民安置在非本国核心领土, 不

承担难民安置成本和社会风险。 与难民来源国的有条件合作和人道主义援

助是外部化政策的辅助保障, 也是从根本上阻绝难民对本国边境构成威胁

的手段, 主要措施包括设立基金会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 提供医疗救援等。
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向难民来源国家或地区提供大量资金援助, 改善潜在

难民的生存条件, 使其能在原籍国就地安置、 生存, 放弃成为难民, 或者

实现难民的 “本国化”。
本文所聚焦的美国、 澳大利亚和欧盟, 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比较发达

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 对全球难民有较大的吸引力, 因此其所要面对的海

上难民问题也相对更突出。 另外, 三者的外部化政策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实

践发展, 已趋于系统化、 制度化。
美国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 当时, 共有约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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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海地人乘船到达美国南部,① 约 12. 5 万名古巴人和上百万萨尔瓦多、 危

地马拉和尼加拉瓜难民越海涌入美国,② 引起美国民众极大的恐慌。 里根政

府由此开始推行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 将此类非法难民拦截在美国本土之

外, 并在美国驻古巴军事基地设立难民拘留中心予以收纳。 美国的边境控制

行动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范例。③ 2001 年 8 月, 挪威 “坦帕号” (Tampa)
集装箱船在前往澳大利亚途中, 从印度洋一艘船上救起 438 人, 其中大部分

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 澳大利亚政府不允许该船停靠本国港口。 最终, 澳政

府将获救乘客先强行转移上军舰, 随后运送至澳大利亚的岛屿属地及瑙鲁、
巴布亚新几内亚等邻国, 以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④ 这一臭名昭著的拦截事

件开启了澳大利亚的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 此后, 澳政府便着手实施 “具有

独特的严厉性、 任意性和惩罚性的难民政策”。⑤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欧盟

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来自周边特别是南欧与北非的边境地区的经济

移民和所谓在国内受迫害的 “混合流民” (mixed flows) 开始涌入欧盟地

区。⑥ 1995 年的 《申根协定》 签署之后, 欧盟确定了边境管理的一体化, 成

为欧盟地区 “排他性” 移民政策的开始。 2004 年, 欧盟成立外部边境管理

局 (Frontex), 加强了边境执法的力度。 2015 年, 欧洲遭遇 “二战” 后最严

峻的难民危机, 数十万计的难民从地中海、 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持续涌入欧

洲。 欧盟委员会开始进一步加强边界管控, 与难民来源国进行合作, 与过境

国进行双边协定, 逐步确立并完善了欧盟针对海上难民问题的外部化政策。
尽管美国、 澳大利亚、 欧盟的海上难民政策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 但

都具有一致的 “排外” 特征: 利用海上拦截的便利性, 拒绝寻求庇护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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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保护主权国家的边境安全。 三者的政策之所以会呈现共同特征, 其原因

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 主权国家在难民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于国家利益与人道主

义声誉孰者为先。 所涉及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安置难民的成本、 社会稳定性、
本国公民的满意度等带来的政府合法性问题; 人道主义声誉则指国际社会中

的主要行为体, 包括主权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对国家接纳难民所表示出的赞

扬。 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 在道德和利益不能兼得的情况下, 国家利

益考虑会优先于道德考量。 宋伟等学者指出, 难民入境除了能够给本国增加

有人道主义担当的名声之外, 也要消耗大量的成本进行难民安置, 还要考虑

难民对社会安全的威胁以及本国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① 美国学者杰

森·里奇万 (Jason Richwine) 等研究发现, 安置一个难民一生所需的平均

财政费用为 6 万美元, 作为成年人 (26 岁至 64 岁) 入境的难民对安置国所

造成的财政负担更大, 平均费用约为每人 13. 3 万美元。② 根据汉斯·摩根索

提出的 “现实主义六原则” 第四条, 即普遍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

域,③ 在难民问题上, “助人为乐” 这一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抽象形式运

用于国家的行为, 国家必须考量安置难民的收益与成本之比。 一般而言, 一

国政府对难民安置带给其国内的社会、 政治损失的重视, 要远超过它对难民

安置所能带来的国际人道主义声誉的考虑。 这是西方国家普遍采取海上难民

外部化政策的根本原因。
其次, 在现有国际社会结构条件下, 主权国家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与自

主性, 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所能产生的制约作用尚为有限。 一方面, 主权

国家各自为政, 出于保护国内社会稳定、 维护政府合法性的考虑, 海上难

民作为一种对主权国家的 “威胁”, 对其实施外部化政策成为政府的首要

选择。 另一方面, 目前尚未出现专门性的全球海上难民国际治理组织,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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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海上难民作为难民的一部分, 由联合国难民署、 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国际

移民组织的下属机构等多个组织负责处理, 常常会出现组织机构功能重叠、
权责不清等情况, 从而严重影响问题处理的效能和效率。 而且, 直至目前,
在海上难民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始终缺乏有实力、 有意愿的大国来领导提供

公共物品或者起到示范作用。 在这样一种国际社会结构条件下, 针对海上

难民问题的外部化政策就被主权国家视为最直接、 有效的手段, 在西方国

家得到普遍采用。

二、 美澳欧海上难民问题外部化政策的具体实践

(一) 海上拦截

海上拦截是一个国家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实施的第一步, 该措施的定位

本身就带有 “禁止非法入境” 的含义, 是海上难民问题外部化政策最直接

的表现。
美国对海上难民的拦截有较高的本土拦截效率, 同时还具备全球性特

征。 美国实施海上拦截任务的主体是美国海岸警卫队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和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边境巡逻战术组 (Border Patrol Tactical
Unit)。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阻截外来移民作为其国土安全任务, 其封锁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安全目标和总统指示, 而且当前的战略要求美国将

海上拦截行动的重点放在尽可能远的海上。① 如表 1 所示, 美国对海上非法

移民的拦截效能很高, 平均可达 70% 以上, 仅海岸警卫队就能提供平均约

50%的移民拦截率, 可见其在美国海上非法移民拦截中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 海岸警卫队取得这一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 它在拦截和处置海上非法

移民的过程中有效利用了与巴哈马、 多米尼加、 古巴和海地等国家的双边

协定。② 2020 年成立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主要在境外执行对非法移民的管控, 其旗下的边境巡逻战术组

具备全球反应能力, 在厄瓜多尔、 洪都拉斯、 墨西哥、 秘鲁、 伊拉克等地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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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 边境巡逻战术组会首先对这些国家的边界情况

进行 “诊断”, 然后提供解决边境 “麻烦” 的培训和资源 “处方”。①

表 1　 2012—2017 年美国拦截海上非法移民的人数和比例

类项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海上非法移民总人数 5600 7631 10629 8057 10319 4760
拦截总人数 4086 5262 7747 6028 8165 3952
拦截有效率 73. 0% 69. 0% 72. 9% 74. 8% 79. 1% 83. 0%

海岸警卫队拦截人数 2956 2106 3592 3827 6346 2512
海岸警卫队拦截有效率 52. 8% 27. 6% 33. 8% 47. 5% 61. 5% 52. 8%

　 　 数据来源: 美国海岸警卫队 2017 年度报告数据, 参见 USCG, USCG Fiscal Year 2017

Performance Report Publication Edition, https: / / www. uscg. mil / Portals / 0 / documents / budget /

FY17%20APR% 2015% 20May% 2018% 20 - % 20Final% 20 - % 20 POSTED. pdf, 2021 年 9 月

27 日。

澳大利亚是号称 “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移民管制制度” 的国家之一,
政府针对海岸边界拦截实施了严格的、 强制的、 任意的管控。② 吉拉德

(Julia Eileen Gillard) 政府自 2011 年 9 月开始实施边境保护措施, 允许载有

移民和难民的船只在公海被拦截并迫其掉头, 对于业已到达澳大利亚领海的

船只, 可采取回拖至公海的处置措施。③ 随着 2012—2013 年海上非法难民人

数突增至 25541 人,④ 托尼·阿博特 (Tony Abbott) 联合政府于 2013 年提出

军事主导的 “主权边界行动” (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⑤ 该政策的最终

目标是阻止非法移民抵达澳大利亚本土, 进而确保他们不能在澳境内申请并

享有公民权。 澳大利亚联合政府通过国防部提供 1000 万美元的特别行动资

金, 用于组建一个多部门联合的 “主权边界联合机构特遣队”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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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 Borders Joint Agency Taskforce), 破坏和威慑、 侦查与拦截、 境外拘

留与评估、 遣返与重新安置等工作分别由联邦不同部门管辖, 向专门负责此

事务的内阁部长报告。① 主权边界行动实施以来, 赴澳难民船只抵达数由

2013 年的 300 艘 (共载难民 20587 人), 迅速降至 2014 年的 1 艘 (共载难民

160 人), 2015 年之后则持续保持为 0 艘, 拦截率几乎达到 100% 。②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行为体, 其外部化政策具有区域内部整体性和成员

国自主性双重特点。 欧盟为维持其内部统一并加固外部边境, 成立欧洲外部

边境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为应对日益加剧的欧洲难民危机, 进一步加强

边界管控, 欧洲外部边境管理局更名为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 通过使成员

国让渡部分权力等方式, 使之成为更具执法效能的欧盟统一的边界执法机

构。 新机构主要侧重于早期发现和预防欧盟外部边界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统一协助地中海沿岸成员国应对难民潮。③ 除了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统一

的海上拦截行动之外, 身处地中海沿岸的欧盟 “前线” 国家也自主实施拦

截政策, 阻止海上非法移民入境。 西班牙在其领海设有一个电子海岸监视系

统用于难民拦截; 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署双边协议, 意大利当局可以

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水域对海上非法难民实施拦截。④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2018 年的难民报告, 意大利在该年度的一次拦截行动中禁止利比亚沿海获

救人员在本国港口下船, 从而导致搭载获救移民与难民的船只连续数天被困

海上, 几乎引发一场小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⑤

(二) 境外收容

作为外部化政策的核心, 境外收容是在海上拦截基础上所采取的难民集

中处置政策, 既包括主权国家在境外领土设置难民收容中心, 也包括与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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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签署并履行双边协议, 将难民阻截在过境国就地安置。 作为强硬的海上拦

截的后续处置举措, 境外收容的合理实施能对遭拦截难民进行安置, 避免在

拦截后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被称为制定境外收容政策的 “鼻祖”, 其境外收容中心主要由其海

外军事基地转化而来。 美国在 1903 年和古巴签订永久租赁协议, 对其在古

巴所租赁的基地土地行使完全管辖和控制权。 在之后的 18 个月里, 美国海

岸警卫队将 3. 6 万名海地难民送进关塔那摩湾 47 平方英里的海军营地, 实

施离岸难民拘留。① 关塔那摩基地从此成为世界上首批离岸拘留地之一。 克

林顿政府继续将关塔那摩基地作为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的拘留中心。 除关

塔那摩外, 美国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组建了从巴哈马延伸到巴拿马的离岸

“加工” 设施网络。② 除了直接从美国海岸线入境的海上难民, 还有部分难民

会选择先从海上经由墨西哥湾入境墨西哥, 再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针对他

们以及美墨之间的陆地边境难民, 美国在墨西哥境内设置了难民营, 通过给予

资金援助等方式, 由墨西哥政府协助美国方面拘留和驱逐移民。 2008 年, 在

小布什总统的发起下, 美国、 墨西哥及中美洲七国通过 “梅里达倡议”
(mérida initiative), 共同应对地区安全。 2014 年, 在美国逐步加大的压力下,
墨西哥政府启动 “滨海前线计划” (plan frontera sur), 将之作为梅里达倡议的

一部分。 在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下, 墨西哥在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边界以北

100 英里处设置三道安全警戒线, 在有关河流上建立了 12 个海军基地。③ 通过

滨海前线计划, 美国政府 “有效地外包了边境控制, 并将边境向南转移了

3000 公里”。④ 2015 年的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称, 自 2014 年实施 “滨海前

线计划” 以来, 美国边境巡逻逮捕人数减少了 30% , 被拘押在墨西哥难民

营的中美洲移民人数则增加了 71% 。⑤ 2019 年 1 月 24 日, 特朗普政府又实施

所谓 “移民保护协议” 项目, 该项目也被称为 “留在墨西哥” (remi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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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计划, 旨在将意图非法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中、 南美洲难民拦截

在墨西哥境内, 由墨西哥政府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保护。①

澳大利亚的 “离岸拘留制度” (offshore detention regime) 被视为境外收

容政策的典范。 在澳大利亚于 1992 年对 1958 年 《移民法》 进行修订后, 所

有在澳大利亚居住或旅行的 “非法非公民” (即不是澳大利亚公民且没有有

效签证的人) 都必须被拘留, 直到获得有效签证为止。 其政策主要包括实行

强制性拘留法、 从移民区中分离澳大利亚部分领土、 对抵达这些地方的人进

行离岸处理以及实行临时保护签证。② 2001 年 9 月, 霍华德 (John Howard)
政府通过 《2001 年移民修正案》 (《移民区域分离法案及其后续条款法

案》), 由此开始了所谓的 “太平洋解决方案” (pacific solution)。 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岛国瑙鲁成立了境外收容中心, 在处理庇护申请的过程

中对难民实施拘留管理。 2002 年 3 月, 澳政府宣布在圣诞岛建立了一个针

对非法寻求庇护者的新收容中心。③ 太平洋解决方案收效显著, 不仅大大降

低了澳大利亚境内的难民居留人数, 未经授权的海上难民运送船只也大幅减

少。④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 在该计划实施一年后, 乘船抵达的寻求庇

护者人数从 2001 年的 5516 人下降到 2002 年的 1 人。⑤ 2007 年, 国际移民组

织发起了一项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倡议, 名为 “管理和照顾非正常移民项目”
(management and care of irregular migrants project), 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增强

印尼作为主要拘留中心的能力, 但这一倡议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⑥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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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吉拉德政府提出 “东帝汶解决方案” (east timor solution), 试图在东

帝汶建立一个境外区域处理中心, 对寻求庇护者进行审查。 之后, 澳政府又

尝试采用 “马来西亚解决方案” (malaysia solution), 计划于 2011 年 7 月向

马来西亚转移新近未经许可入境的 800 名寻求庇护者, 作为交换, 澳自 2011
年起连续 4 年每年接受 1000 名经马来西亚审定的难民, 并承担 7600 万澳元

的相关费用。① 两个方案最终都因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被否决。 至今, 澳

大利亚的境外收容仍以周边岛国和澳大利亚的分离部分领土为主。
在欧盟, 与难民过境国合作是处理难民危机的核心政策, 也是欧盟难民

危机以来收效最显著的举措。 叙利亚战争爆发后, 大量叙利亚难民逃往南部

的约旦、 黎巴嫩和北部的土耳其, 而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这些难

民以及其他国家的难民前往欧盟的主要 “跳板”。 在 2015 年, 共有 885386
名难民通过土耳其非法进入欧洲, 是 2014 年的 17 倍。② 为堵住这一难民通

道, 欧盟与土耳其政府沟通, 希望由土耳其采取行动, 将难民阻留在土耳其

境内, 并代替欧盟成员国接收难民。 在 2015 年的第四次欧盟峰会上, 欧盟

领导人要求土耳其采取有效措施, 制止跨地中海和爱琴海的难民流入欧盟,
将超过 200 万名的叙利亚难民留在土耳其; 作为交换条件, 欧盟同意向土耳

其提供 30 亿欧元的难民基金, 以帮助它减轻在其边界内收容难民的负担,
并提供 7500 万人的免签证欧洲旅行, 同时承诺重启已陷入僵局的土耳其入

欧程序。③ 2016 年 3 月 18 日, 双方达成 “欧盟—土耳其声明”。 根据该声

明, 经土耳其抵达希腊群岛的所有新非正常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其申请将被

宣布为不可受理, 并应返回土耳其; 欧盟每安置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

人, 就将有一名叙利亚人从希腊返回土耳其。 2016 年, 欧盟向希腊提供的

紧急援助庇护、 移民和融合基金以及国内安全基金增加至 3. 568 亿欧元, 其

中约 7000 万欧元被用于落实 “欧盟—土耳其声明”。④ 根据欧盟边境和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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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队的数据, 东地中海航线的难民数量在 2016 年为 182277 人, 且绝大多

数是在前三个月抵达的, 声明自 2016 年 3 月开始实施后, 2017 年经爱琴海

抵达希腊群岛的难民人数大幅下降至 42319 人, 不到 2016 年总数的四分之

一。① 土耳其境内接收和安置的难民数量则同步急剧上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土耳其已收容近 400 万名难民, 其中约 360 万名为叙利亚难民。②

(三) 与难民原籍国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

要想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 减少海上难民的产生并在其原籍国就地

安置是更为可取的手段, 这既能减少难民在海上长途跋涉过程中可能遭遇

的生命威胁, 也能有效降低难民收容国所要承担的安置成本。 要做到这一

点, 既依赖于难民收容国与难民原籍国之间的密切合作, 同时也需要国际

社会对难民原籍国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 难民收容国与难民原籍国的

合作跟难民收容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通常, 与难民

原籍国的合作是双方政府部门的合作, 也因此更具有针对性、 条件性; 人

道主义援助则通常是全球性的, 主要通过联合国难民署、 国际移民组织等

相关国际组织, 间接或直接地对难民和难民来源地进行紧急援助, 在救助

范围上也更加广泛。
意图进入美国的难民大部分来源于中南美洲, 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统

计报告, 美国在 2018 年共接到来自 166 个国家或地区的 25. 43 万份庇护申

请, 来自中美洲和墨西哥地区的申请数占到总申请量的54% 。③ 自2008 年

以来, 美国政府通过 “中美洲区域安全倡议” ( Central America regional
security initiative) 为该地区七国提供设备、 培训和技术援助, 支持其开展

针对非法难民等的执法行动。 到 2009 年, 美国已经与中南美洲国家达成

27 项双边协议, 赋予美国海岸警卫队追捕船只并登船、 对领海实施海空巡

逻、 调查可疑走私活动等权力。④ 美国还是最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单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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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① 针对全球难民问题, 美国设立了由国际开发署主导的国际灾难援助

和由国务院主导的移民和难民援助、 紧急移民和难民援助、 中东和北非刺激

基金等项目。 其中, 国务院负责的移民和难民援助项目主要用于全球范围内

的难民救援和安置, 紧急移民和难民援助项目针对突发难民事件给予援助,
中东和北非刺激基金用于推动指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以中东和北

非刺激基金的实施为例, 自叙利亚危机以来, 美国为指定地区提供超过 95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② 直接用于改善当地难民的生存状况, 为减少难民

涌入美国发挥了间接而有效的作用。
以欧盟为移民目的地的海上难民群体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 为从根本上

解决难民产生的问题, 欧盟设立了信托基金会, 向一些主要的难民来源国提

供援助、 与其开展合作。③ 2014 年 12 月启动的欧盟应对叙利亚危机区域信

托基金 (Madad Fund) 由欧盟委员会设立, 旨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对叙利亚邻

国的影响, 包括由叙利亚难民的存在而带来的长期恢复和稳定需求, 帮助黎

巴嫩、 约旦、 土耳其和埃及应对叙利亚难民涌入而带来的挑战。④ 基金会通

过了总价值达 3. 5 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 其中包括 1. 4 亿欧元的教育计划、
1. 3 亿欧元的地方发展计划、 5500 万欧元的卫生计划和 2500 万欧元的环境

卫生计划。⑤ 2015 年 11 月召开的瓦莱塔移民峰会 ( Valletta summit on
migration) 的首要目标就是解决非洲非正常移民和被迫流离失所问题产生的

根源, 预防和打击非正常移民。⑥ 本次峰会正式启动了欧盟 “非洲稳定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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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ria - crisis / ,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uropean Commission, Managing the Refugee Crisis: State of Pla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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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Final, pp. 11 -13, https: / / www. refworld. org / docid / 563201fc4. htm, 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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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x, September 18, 2015, https: / / www. devex. com / news / want - to - help - syr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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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RTF Participates in the Meetings of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gional Trust Fund in Response to the Syrian Crisis, the Madad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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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s - of - the - governing - bodies - of - the - european - union - regional - trust - f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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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非正常移民和流离失所者根源紧急信托基金” (简称 “非洲紧急信托基

金”, EUTF for Africa), 基金总额超过 50 亿欧元, 其中由欧盟提供 88% 的

基金份额, 欧盟各成员国及其他国家提供 12% 的资金捐赠, 对最脆弱和受

不稳定性、 被迫移民以及非法移民影响最大的地区提供援助。① 该信托基金

主要用于与非洲三个区域的 26 个伙伴国家开展的合作。② 2019 年, 欧盟通

过该基金为有关国家提供了共计约 47 亿欧元的援助。③

欧盟也通过一些国际难民组织进行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是国际人道

主义援助的主要捐助主体之一。 欧盟管理下的主要援助机构包括: 发展与

非加太国家关系总署、 外部关系总署、 欧洲援助合作办公室、 人道主义援

助总署。④ 根据欧盟委员会官方数据, 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有 7 个主要援助区

域、 40 多个驻地办公室、 155 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专家以及 298 名相关国家

工作人员。⑤ 自 2011 年以来, 欧盟向黎巴嫩提供了总值约 23 亿欧元的援助,
其中逾 6. 6 亿欧元为人道主义援助。⑥ 2018 年, 欧盟为全球流离失所的难民

提供了约 12 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主要的目标援助国家是土耳其、 希腊、
叙利亚、 伊拉克和也门。 2019 年, 欧盟委员会将其超过 16 亿欧元的人道主

义援助预算的大部分用于安置被迫流离失所者和难民。⑦

三、 美澳欧外部化政策的比较分析

就各自的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的核心特征而言, 美国的政策更具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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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其主权边界不断被人为扩大, 因而被称为 “域外战略” (extraterritorial
strategies); 澳大利亚的政策明显体现出主权国家特征, 以境外收容为核心,
被称为 “离岸拘留制度”; 欧盟主要是区域性的 “欧洲堡垒制度” (fortress
Europe), 将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统一管控外部难民。 上述差异性在政策

实施的范围、 方式和效果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体现。
首先, 在实施范围上, 美国的域外战略更为全面, 边境管控系统涉

及全球, 呈现本土直接拦截、 区域设置境外拘留中心、 难民原籍国援助

的全球性辐射范围特征; 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制度则比较集中, 境外收

容中心建立在本国附近的岛屿上, 实施范围也因此局限于本国周边地区,
尽管澳大利亚也试图向区域性层面进行扩展, 但均以失败告终, 而且

“联邦政府始终认为, 区域合作不能取代我们自己采取强有力的行动”;①

欧盟外部化政策的实施范围表现出更强烈的区域性, 覆盖大西洋以东、 中

亚以西、 北非以北的地区范围。 美国和欧盟的政策都涉及与难民来源国和

过境国的合作, 但有所不同: 在地理范围与难民来源地两方面, 欧盟主要

针对途经地中海的中东、 北非海上难民; 美国除了拦截途经墨西哥湾和加

勒比海的中南美洲难民外, 还要处理大量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其他大洲

难民源。
其次, 在实施方式上, 直接的海上边境拦截是三个国家或地区海上难

民政策的首要前提, 但从外部化政策的整体实施方式的侧重来看, 美国和

欧盟地区侧重对海上难民的拦截, 澳大利亚则持续、 有效地采用境外拘留

方式。 究其原因, 一方面, 在实施范围上, 美国和欧盟的外部化政策所涵

盖的范围相对较广, 本土海上拦截成本最低、 效果最好, 收容或者合作政

策只是拦截的辅助措施, 借以减轻边境巡逻机构的海上拦截压力; 澳大利

亚的较近距离的境外拘留设施, 使得它可以实现海上拦截与境外拘留中心

安置的 “两步走” ———在拦截之后直接转运安置在附近的难民收容中心。
另一方面, 在实施难易程度上, 澳大利亚也更具有优势。 由于澳大利亚的

境外拘留中心所在岛屿多是澳大利亚的海外领地, 因此澳大利亚在这些地

方更具主导性和话语权; 美国的境外拘留要么是通过由在他国的军事基地

改造成的拘留中心进行安置, 要么是在墨西哥境内实现安置, 无论哪一种

都要涉及对他国主权的干涉; 欧盟的境外拘留情况更加复杂, 要想动员所

有成员国协同一致地执行统一境外政策就存在很大的难度, 更何况其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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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对象要么是另一个区域性组织, 要么是一些主权国家, 既不容易掌

握主动性, 又很难保证效果。
最后, 在实施效果上, 澳大利亚自 2013 年开展主权边界行动以来, 对

海上难民的拦截率接近 100% , 政策效果显著好于美国和欧盟; 而美国作为

主权国家, 其在政策的协调和实施方面较之区域性的欧盟面临更小的阻碍,
因此实施效果也明显好于欧盟。 另外, 因为澳大利亚所要面对的海上难民总

数远少于美国和欧盟, 因此其外部化政策的实施也更为容易。 美国作为全球

最大的难民寻求庇护目的国, 数量庞大的海上难民以及过于分散的人力与资

源, 都导致其拦截效果不如澳大利亚突出。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 2018 年的年

度报告, 美国海岸警卫队 2017 年的海上拦截非法移民有效率最高, 达到

83% , 此前的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是 74. 8%和 79. 3% , 到 2018 年又下降

为 72% 。① 欧盟也是世界最重要的难民迁移目的地, 海上难民来源范围广

泛、 数量庞大, 而欧盟自身又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组织, 其政策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内部各主权国家的制约, 势必影响到实施的效果。 2015 年欧洲难

民危机后欧盟所实施的难民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到 2019 年, 欧洲难民

数量已下降到 12. 8 万人。② 但在拦截效率上, 欧盟交出的成绩单并不理想:
2018 年欧盟海上难民入境总人数为 116426 人, 海上拦截成功率 仅

为 3. 8% 。③

为什么欧盟在其外部化政策的实施效果上与美、 澳相比存在如此明显

的差距? 除了前面的解释外, 还可以从三者间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模

式———区域治理和主权国家治理当中来寻找答案。 首先, 对欧盟这样的区

域性组织来说, 超国家主权难以超越主权国家利益。 在外部边界管制上,
欧盟成员国只是让渡了部分边防管理权, 边界与海岸警卫队更多是与各主

权国家开展合作, 双方在技术、 信息层面进行共享, 并不享有绝对的边境

控制权。 内部各成员国的不同利益考量和非强制性的统一政策不能保证政

策的有效执行, 这是制约区域性难民政策执行力度、 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

的根本所在。 对于美、 澳这样的主权国家来说, 虽然美国的外部化政策在

实施范围上相较于澳大利亚更具全球性, 但从国内政治角度看, 两者的海

上难民政策都是各自国内党派政治博弈的工具。 在不同时期, 两国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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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会根据民众在难民问题上的情绪采取收紧或放松的难民政策, 以迎合

民意赢得大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主权国家的外部化政策的制定是基于

国家利益的需求, 因此更多是单方面的政策输出, 所遇障碍较小, 政策能

够有效、 长期地执行, 保障了政策的执行效果和持续性。 其次, 从外部化

政策的合作方式来看, 主权国家的域外合作主要是通过 “一对一” 或者

“一对多” 的政府间关系, 这种以自身为主导的政策通常更具有主导性和

可执行性; 而区域性组织开展域外合作的方式则要复杂得多, 不仅要处理

与特定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 而且要重点构建与其他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
其中往往要使用关涉双方利益的手段。 欧盟在海上难民问题的应对策略上,
一方面着力寻求与区域性的非洲地区国家的合作, 另一方面也要应对与特

定主权国家如土耳其的双边合作, 并且决定政策效果的主导权通常掌握在

对方手中, 加之区域性组织在内部协同性上亦存在问题, 其政策的实施效

果自然受到更大的影响。

四、 海上难民问题的政策困境与出路

美、 澳、 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执行的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尽管始终存

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和问题, 甚至不时引发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人道主义危

机事件, 但客观而言, 面对难民这一当代普遍性国际问题, 全然有效且符

合现代文明理念的应对政策举措尚不存在, 如何真正平衡人道主义与特定

的国家、 地区利益之间的关系, 目前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上述国家和地

区所推行的外部化政策至少算是一种探索尝试。 就其部分客观效果而言,
大多数海上难民被强制集中安置在逼仄、 简陋的难民营, 人员密集、 条件

艰苦, 但至少难民的生命安全可以暂时得到一定的保障。 就其作为对本就

属于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难民潮的后续应对举措而言, 对海上难民问题的

外部化政策解决方式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的, 至少它还算是一种在相

对被动的状态下积极应对、 以避免更深程度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处置办法。
然而,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使得全球海上难民群体以

及难民目的地国家和地区面临新的挑战: 严重的疫情冲击导致难民原籍国

的生存环境更趋恶化; 难民主要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为防控疫情普遍加强边

境管制; 难民在其流动转移过程中面临严重的疫情感染、 传播风险。 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为各主权国家、 国际组织的难民问题政策提出了新

的思考方向: 目前的难民政策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 未来解决全球海上难

民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如前文所述, 传统的海上难民外部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将难民阻截在国境

之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各主权国家进一步加强了边境拦截与海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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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难民强行越境与难民目的地国的暴力阻止导致流血冲突频繁发生。 2021
年 1 月以来, 有近 8000 名难民为逃避贫困和疫情, 离开洪都拉斯前往美国

寻求庇护, 在危地马拉边境遇到边境部队的阻拦, 部分难民怀着 “返乡也是

死” 的心情, 与部队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① 至于海外集中收容措施, 也演

变成了将难民从一个不安全的原籍地转移到疫情集中暴发风险严峻的难民营

的糟糕选择。 文章开头提到的希腊莫里亚难民营火灾是比较极端的事件, 但

严峻的疫情风险却是绝大多数难民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疫情的冲击下,
传统的外部化政策已不再是解决海上难民问题的有效手段, 拦截和设置境外

难民营成为暴力冲突的催化剂。 同时, 疫情下的难民流动再次引发全球化与

国家利益的矛盾。 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的 “国家中心主义” 难民政策只能

在初期发挥一定效力, 因其管控成本高、 治理难度大, 已很难再收到长期预

期效果。
未来, 主权国家和区域性组织针对海上难民的外部化政策还将会长期存

在, 海上难民问题仍然需要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 国家治理并重。 目前海上

难民问题的治理困境在于, 难民原籍国导致难民产生的自然和人为原因很难

根除, 难民收容国基于本国现实利益考虑收纳难民的意愿不高, 国际组织缺

乏独立性和强制性。 上述困境实际上也是难民群体所面临的基础性挑战, 很

难在短期内解决。
海上难民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但并不意味着缺乏解决的可能性。 一方

面, 难民问题跨越国界的性质决定了其解决必然要走向全球治理的模式。 在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 主权国家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关注和国际组织缺乏

约束力这两个客观因素无法改变, 相关国际组织在处理海上难民问题时, 就

应将 “约束力” 转化为 “吸引力”, 利用国际组织能够提供的国际影响力与

主权国家的需求进行交换, 双方各取所需。 在这方面, 联合国依然是最有效

的国际组织, 无论是在成员规模、 治理范围和威信力方面, 目前还没有哪个

国际组织能够代替联合国。 当然, 此次疫情也暴露出联合国自身的某些不

足, 联合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在此基础上针对全球海

上难民问题增设专门的全球治理机构, 并赋予其更多制度性权力, 完善治理

机制, 升级治理体系。 同时, 全球性的大国要更积极地提供公共物品,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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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协商机制。 大国的存在能够更好地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 既作出表

率作用, 也带动其他国家参与。
另一方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挑战, 区域合作模

式可以被视为解决海上难民问题更有效的解决途径。 区域治理的优势在于

区域内行为体的地理相近性、 文化相似性以及难民本身的就近流动性。 在

区域内部, 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有更高的一致性, 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大

多数国家交流更顺畅、 有效; 在资金和相关资源的调配上效率更高、 更符

合需求; 在问题的解决上, 成功国家的经验更值得也更容易被借鉴。 另外,
区域性的治理可以解决目前在全球治理层面没有大国愿意承担公共物品的

缺陷, 区域内部总会存在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 能够提供成功经验和物质

资源, 特别是在休戚与共的如难民、 气候、 疫情、 环境等问题上, 大国在

区域治理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海上难民的外部化政策本身就

带有区域化的性质, 美、 澳和欧盟将难民在附近岛屿或难民过境国的安置

就是通过有条件的合作, 将难民从本国、 本地区的治理扩展至周边国家或

地区, 但是这一区域性质是主权国家或者欧盟整体所主导的。 未来新型的

区域化治理模式, 应该以整个区域为整体、 建立专门的难民治理组织, 来

统筹安排某一地区的难民流动和收容。 这一治理模式是与疫情所导致的全

球治理模式变化保持一致的, 该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多边组织向区域

性组织转向, 如多边主义的 WTO 机制逐渐被以区域为单位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所取代, 区域内的不同力量结成区域网格, 通过区域组织或区域机

构在区域治理中发挥影响力。① 目前的疫情治理效果表明, 全球性的疫情

治理并不如区域性治理效果显著, 这将成为难民治理的区域化途径最有说

服力的经验。
总的来看, 当前难民问题的全球治理很难在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利益

交换上找到平衡点。 在大国全球治理方面,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缺乏意味着

难民问题的全球治理这一最高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因此, 更可行的路径

可能是充分发挥区域组织及其机制的优势, 推动欧盟、 非盟、 东盟等区域性

组织的制度建设和转型, 提升全球治理在区域层面的成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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